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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贊恩 (Zane Li) 九歲時迎來了

一個妹妹，她的到來讓這個在中國東

部小城市生活的家庭陷入了沉重的債

務。

根據當時中國嚴格的獨生子女政

策，李的父母因生第二個孩子被罰款

10萬元人民幣（約13,900美元）——

這幾乎是他們在當地市場賣魚年收入

的三倍。

「我們當時勉強維持生計，」李

回憶道。當時還只是三年級的孩子，

卻被迫一夜之間長大，承擔了大部分

家務，並在學校假期裡幫媽媽打理攤

位。

現年 25 歲的李先生表示，他沒

有生孩子的計劃——這種想法在他這

一代人中越來越普遍，也讓中國政府

感到擔憂，因為中國政府正試圖避免

自身造成的人口危機。

幾十年來，官員們透過高額罰款

、強制墮胎和絕育等手段向夫婦施壓

，要求他們少生孩子，但現在卻懇求

李文亮這一代人多生孩子。

日前，為提高持續下滑的生育率

，中國宣布將為每名三歲以下兒童的

父母每年提供 3,600 元人民幣（500

美元）的補貼，該補貼將追溯至2025

年 1 月 1 日生效。

但對許多像李這樣的年輕人來說

，這個提議並不理想。

「養育一個孩子的成本龐大，每

年 3,600元只是九牛一毛，」李女士

說道，她透過學生貸款在北京攻讀衛

生服務碩士學位。

北京育娃人口研究所最近的一項

研究顯示，在中國，撫養一個孩子

到 18 歲的平均成本為 538,000 元人民

幣（75,000 美元），是其人均 GDP

的六倍多，使其成為世界上生育成本

最高的國家之一。

在上海，費用飆升至 100多萬元

人民幣，北京緊隨其後，為93.6萬元

。

「（生孩子）只會帶來更多困難

。我不是資本家甚麼的，我的孩子可

能也不會過上好日子，」李先生說，

他對自己的就業前景感到焦慮，並考

慮攻讀博士學位。

由於中國經濟放緩和青年失業率

飆升，人們對未來為人父母的前景如

此黯淡，這對政府鼓勵年輕人結婚生

子構成了重大障礙。

面對勞動力萎縮和人口快速老化

，中國於 2016 年取消了獨生子女政

策，允許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並

在 2021 年允許生育三個孩子。但出

生率持續下滑。儘管去年出生人數略

有回升，但人口已連續三年下降，專

家警告稱，人口下降幅度可能進一步

加劇。

從罰款到補貼
新公佈的國家兒童保育補貼政策

標誌著中國支持生育運動邁出了重要

一步。

多年來，地方政府嘗試了一系列

激勵措施，從減稅、住房補貼、現金

補貼到延長產假，不一而足。如今，

中央政府牽頭推行一項全國統一的計

劃，預計今年將撥款 900億元人民幣

（約 125.4億美元）用於補貼，惠及

2,000萬個家庭。

「這不再只是地方性的實驗。這

表明政府已將生育危機視為緊迫且全

國性的問題，」耶魯大學人口統計學

家兼社會學教授艾瑪 · 臧（Emma

Zang）表示。 “傳遞的信息很明確

：我們不僅僅是告訴你要生孩子，我

們終於要拿出一些錢來。”

這項新計畫也為 2025 年之前出

生的三歲以下兒童提供部分補貼，受

到了符合資格的家長的歡迎，但臧女

士表示，該計畫不太可能對生育率產

生影響。她補充說，在日本和韓國等

其他東亞國家，類似的政策在很大程

度上未能提高生育率。

對於許多正在努力應對高昂的房

價、漫長的工作時間和不穩定的就業

市場的中國年輕人來說，補貼根本無

法解決他們不願意成家的深層焦慮。

「這真的不僅僅是成本問題。很

多年輕人對未來心存疑慮，例如工作

保障、父母年邁、社會壓力等等，所

以現金補助並不能解決人們如今面臨

的情感疲勞，」臧說。

從對未經批准生育的父母罰款到補貼

他們生育更多孩子的轉變，其諷刺意

味在中國千禧世代和Z世代中並不鮮

見，尤其是那些親眼目睹了獨生子女

政策 嚴厲懲罰的人。

在中國社群媒體上，一些用戶發

布了舊收據的照片，上面顯示了他們

的父母因生下他們或他們的兄弟姐妹

而支付的罰款。

高女士就是其中之一，她在貴州

偏遠山區長大，並要求只透露她的姓

氏。貴州是中國最貧窮的省份之一，

也是 獨生子女政策下眾多獲得豁免

的地區之一。根據中國重男輕女的傳

統，如果農村夫婦的第一個孩子是女

孩，就可以生第二個孩子。

和她的兩個姊姊一樣，高出生後

不久就被送去和祖母一起生活，以躲

避計劃生育官員的追捕，這樣她的父

母就可以繼續努力生個男孩。他們生

了四個女兒，最後才有了一個兒子。

現年 27 歲的高女士現居中國東

部省份江蘇，她表示自己對結婚或養

育孩子沒有興趣。

「我知道我無法為孩子提供良好

的教育和生活環境，所以選擇不生孩

子也是一種善舉，」她說。 “我絕

對不希望我的孩子長大後像我一樣

……沒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只能像我

一樣在社會底層掙扎。”

樂觀情緒消退
幾十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蓬勃

發展和生活水準的提高，一代又一代

的年輕人在成長過程中相信自己會過

著比父母更好的生活。

如今，這種樂觀情緒正在消退。

如今，許多年輕人曾經被灌輸透

過努力工作和接受教育就能獲得向上

流動的希望，但他們的幻想卻越來越

破滅：房價已經遠遠超出了他們的承

受能力，大學學位也不再能保證找到

好工作——人們夢寐以求的工作機會

越來越多地落到了那些有家庭關係的

人手中。

人們越來越感到徒勞，在競爭日

益激烈的社會中，他們的不懈努力只

能帶來越來越少的回報——這種趨勢

可以用一個流行的流行詞「內捲化」

來概括，這個術語借用自社會學，用

來描述過度競爭導致的自我毀滅的惡

性循環。

作為回應，許多人選擇「平躺

」——這是另一個流行語，指的是選

擇不去滿足社會期望，包括婚姻和養

育孩子。

29 歲的趙瓊 (June Zhao) 在中國

最「複雜」的地區之一——北京海淀

區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長大。

海淀區人口 300萬，擁有多所全

國頂尖大學，但同樣以其極為激烈的

育兒競爭而聞名。趙女士從三年級開

始每個週末都要去上補習班，而她的

學業成績已經比同齡人落後了好幾年

。

在海外完成本科和研究生學位後

，趙女士回到北京從事投資者關係工

作。她說，從小到大承受的巨大壓力

——至今仍能感受到——在很大程度

上促使她決定不生孩子。

「成本實在太高，回報太低，」

她說。 “總的來說，我對生活比較

悲觀——我付出了那麼多，卻收穫甚

微。”

趙女士認為自己很幸運──她的

工作很少需要加班。即便如此，她也

很難想像自己能抽出時間照顧孩子。

每天上下班和吃完晚餐後，她只有兩

三個小時的空閒時間才能睡覺。她說

，對於那些每週工作六天、每天早 9

點到晚 9 點、被困在「996」工作制

中的朋友來說，情況會更加艱難。

和許多同儕一樣，高女士對自己

能為孩子提供的生活，以及孩子出生

的社會環境，都感到十分不樂觀。

「只有當你相信未來會很好的時候，

才會有想要生孩子的衝動，」她說。

此外，還有長期存在的育兒性別

失衡問題，以及由此對女性造成的身

心壓力。就趙女士而言，她的母親不

得不兼顧全職工作和輔導她做作業，

或者陪她去輔導班。

「我親眼目睹了母親養育我有多

不容易。我清楚地知道，女性在養家

方面承擔的負擔和成本比男性要重得

..

隨著生育率下降，執政的共產黨

強調女性在家庭中扮演「賢妻良母」

的角色，稱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寶貴

組成部分，對「下一代的健康成長」

至關重要。官員勸告女性樹立「正確

的婚姻觀、生育觀和家庭觀」。

人口統計學家臧先生表示，如果

不解決女性面臨的實際障礙，就指望

她們生育更多孩子是不切實際的。

「你不能讓時光倒流，指望女性

只會接受更傳統的角色。如今的年輕

女性受過高等教育，以事業為導向，

渴望更多的平等。除非政策透過陪產

假、工作場所保護和彈性工作等措施

來支持這一現實，否則生育率不會反

彈，」她說。

「政府想要更多孩子，但社會結

構並不支持家庭，」她補充道。

“現在，養育孩子看起來像個陷阱，

尤其是對女性而言。除非這種情況有

所改變，否則補貼是不夠的。”

(CNN)

中國對生育率下降的憂慮

兩年前，蘇喬安妮對即將年滿 30歲感到焦

慮。

她在中國南方大都市廣州的一家外貿公司

工作，收入不錯，週末可以和朋友一起出去玩

。但對蘇和她的父母來說，有一個問題——她

是單身。

「那時候，我覺得 30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門檻。當它越來越近時，我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要找到合適的結婚對象——既來自父母，也

來自我自己，」她說。

蘇如今 31歲，仍然單身，但她表示自己不

再擔心了。 「和一個不喜歡的人湊合著過，過

幾年就離婚，這有什麼意義呢？純粹是浪費時

間，」她說。

蘇女士是越來越多推遲或完全放棄結婚的

中國千禧世代之一。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

據顯示，短短六年時間裡，中國初婚人數急劇

下降，從 2013 年的 2,380 萬下降到 2019 年的 1,

390萬，降幅達41 %。

中國官員和社會學家認為，結婚率下降的

部分原因是數十年來中國實施的限制人口成長

政策，這意味著中國可供結婚的年輕人數量減

少。但專家表示，這也與人們對婚姻的態度轉

變有關，尤其是年輕女性，有些人對婚姻制度

加劇性別不平等感到失望。

中國女權運動領袖肖美麗說，在極端情況

下，有些人甚至在社交媒體上辱罵妻子，稱她

們是“嫁驢”，這是一個貶義詞，用來形容婚

姻中順從父權規則的女性。

「這種人身攻擊是錯誤的，但它表明很多

人對婚姻懷有強烈的恐懼。他們希望所有女性

都能意識到婚姻對個人和女性整體來說都是一

個不公平的製度，從而遠離它，」肖說，她曾

徒步 2000公里（1200英里），呼籲中國改革兒

童性虐待法律。

結婚率下降是北京面臨的問題。

讓年輕人生育孩子是中國 避免人口危機的

關鍵，人口危機可能嚴重影響中國的經濟和社

會穩定，並可能對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構成威脅。

「婚姻和生育息息相關。結婚率下降會影

響生育率，進而影響經濟社會發展，」民政部

官員楊宗濤在去年的記者會上表示。

他說：“這個問題應該被擺到首要位置”

，並補充說，該部將“完善相關社會政策，加

大宣傳力度，引導公眾樹立積極的愛情、婚姻

和家庭價值觀”。

令人震驚的統計數據
民政部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結婚率連

續第六年下降，每千人僅6.6對，較2013年下降

33%，為14年來的最低水準。

中國官員將這一下降歸咎於適婚年齡人口

數量的下降，這是 1979年為控制中國人口而實

施的戰略——獨生子女政策造成的。

但人口統計學家多年來一直在警告人口危

機即將來臨。 2014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 30多

年來首次萎縮，令中國領導人感到擔憂。

隔年，中國政府宣布結束獨生子女政策，

允許夫婦生育兩個孩子。該政策於 2016年 1月 1

日生效，但結婚率和生育率仍下降。 2016年至

2019 年間，出生率從每千人 13 人下降到 10 人

——女性的解放和千禧世代價值觀的改變，對

這一趨勢更是雪上加霜。

婚姻率下降並非中國獨有。過去幾十年來

，全球結婚率都在下降，尤其是在較富裕的西

方國家。新加坡國立大學研究亞洲社會婚姻與

家庭議題的社會學家楊偉俊表示，與日本、韓

國、香港和台灣等其他東亞社會相比，中國的

結婚率仍然最高。

但沒有其他國家像中國一樣，透過獨生子

女政策來對人口進行社會工程。

楊說，這項政策也在其他方面影響了婚姻

。中國家庭重男輕女的傳統導致出生性別比失

衡，尤其是在農村地區。目前，中國男性過剩

人口超過3000萬，他們將面臨尋找新娘的困難。

社會經濟變革
人口結構變化本身並不能解釋中國結婚率

的急劇下降。 女性受教育程度更高，經濟也更

獨立。

1990年代，中國政府加速普及九年制義務

教育，讓貧困地區的女童有機會走進教室。

1999年，政府擴大高等教育規模， 提高大學入

學人數。到 2016年，高等教育中的女性人數已

超過男性，佔大學生總數的52.5%，佔研究生總

數的50.6%。

「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獲得了經濟

獨立，所以婚姻對女性來說不再像過去那樣是

必需品，」楊說。 “現在的女性希望在結婚前

追求自我發展和事業發展。”

然而，性別規範和父權傳統並未跟上這些變化

。在中國，許多男性和公婆仍然期望女性在婚

後承擔大部分的育兒和家務，即使她們有全職

工作。

「婚姻太難了。這不僅僅是嫁給一個人，

還要娶公婆，照顧孩子——婚姻會帶來很多責

任，」楊說。

同時，針對女性的就業歧視現象普遍存在

，導致女性難以兼顧事業和孩子。

「越來越多的年輕女性開始思考：我為什

麼要這樣做？這對我有什麼好處？」研究家庭

問題的上海紐約大學心理學助理教授李璇說。

“（性別不平等）確實讓中國年輕女性在步入

婚姻殿堂前猶豫不決。”

李說，更糟的是，長時間的艱苦工作和高

壓力使得年輕人幾乎沒有時間和精力去建立人

際關係和維持家庭生活。

統計顯示，男女雙方的結婚年齡都在延後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 數據顯示，從 1990 年到

2016年，華裔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齡從 22歲上升

到25歲，男性則從24歲上升到27歲。

大城市的數字甚至更高。例如， 2015年上

海男性初婚平均年齡為30歲，女性為28歲。

來自廣州的 31歲蘇女士經常聽到已婚朋友

談論婚姻生活帶來的負擔。

「現在女性經濟能力提高了，一個人住其

實挺好的。如果找個男人結婚生子，壓力就大

很多，生活品質也會下降，」她說。

女性社會經濟地位的提高，也使得婚姻市

場上處於對立面的兩類群體——高學歷、高收

入的女性和低學歷、低收入的男性——更難找

到合適的伴侶。

楊說：「傳統上，中國女性希望『嫁得高

』——也就是說嫁給學歷和收入都比自己高的

人——而男性則希望『嫁得低』。」儘管女性

的學歷和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但這種偏好基本

上保持不變。

轉變價值觀
人們對愛情和婚姻的價值觀也改變了——

自現代中國成立以來，這種變化已經發生了巨

大的變化。

「在毛澤東時代，婚姻不是個人選擇，」

新南威爾斯大學中國婚姻問題專家王攀說。

「大躍進」時期，執政的共產黨鼓勵人們盡可

能多生孩子，因為國家需要勞動力來建立社會

主義經濟。因此，婚姻在社會主義和國家建設

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她說。

1950年，中國通過了《新婚姻法》，禁止

包辦婚姻和納妾，並允許婦女與丈夫離婚。但

潘說，在實踐中，包辦婚姻仍然普遍存在，婚

姻和離婚自由的字眼並沒有轉化為愛情的自由。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當你談論愛情時，

它被視為資本主義的東西，是人們需要與之鬥

爭的東西，」她說。

從那時起，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改

革開放後，千禧世代比他們的父母和祖父母享

有更多的自由，他們不再將婚姻制度視為義務

，而是一種個人選擇。

社會對同居和婚前性行為的接受度不斷提

高，加上避孕和墮胎措施的普及，使得年輕人

能夠在婚姻合法制度之外享受戀愛關係。 他們

將婚姻視為情感連結的表達，而不僅僅是生育

的手段。

32 歲的童星（Star Tong）過去認為，女孩

到了 25歲左右，戀愛、結婚、生子就該是理所

當然的事了。由於擔心單身，25歲以後，她參

加了大約10次相親，大多是父母安排的。

但她們都沒有成功——童堅持要找一個和

她有共同價值觀和興趣的伴侶，並且拒絕僅僅

為了結婚而將就某人。

“現在我意識到結婚並不是唯一的選擇，

”她說，“獨自一人也完全沒問題——我很開

心，有很多朋友，可以集中精力發展我的事業

，照顧好自己和父母。”

童說，她看到社會對單身女性態度的轉變

，感到很受鼓舞。

2007年，官方支持的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

使用「剩女」來形容 27歲以上的未婚女性。同

年晚些時候，教育部甚至將這個詞納入官方詞

彙，進一步推廣了它的使用。

自此以後，該詞頻頻登上頭條新聞，並主

導了網路討論，常被用來批評那些在尋找伴侶

時「過於挑剔」的高學歷女性。近年來，該詞

引發了女性主義者和學者的批評。 2017年，全

國婦聯的旗艦報紙《人民日報》宣布將不再在

報道上使用該歧視詞彙。

每逢佳節團聚，親戚常常叮嚀佟找對像不

要「太挑剔」。 “我以前覺得‘挑剔’是個貶

義詞，”她說，“但現在，我覺得我應該自己

選擇，選擇自己想要的，這沒什麼錯。”

成本上升
接下來是成本問題。

對許多中國家庭來說，買房子是結婚的先

決條件。但 許多年輕夫婦根本無力支付昂貴的

房產費用 ——而且並非每個父母都有足夠的儲

蓄來幫助他們。

上海紐約大學心理學家李璇表示，儘管買

房並非人人都想，但中國的社會福利體系使得

擁有住房對於希望為孩子創造更美好未來的夫

婦來說幾乎成了至關重要的事情。

例如，在好學校附近擁有一棟房子可以讓

他們的孩子接受高品質的教育，富裕的夫婦往

往願意為這些令人垂涎的房產支付高價。

來自西南城市成都的 24歲學生 Joanna Wang

與男友交往三年。這對大學戀人計劃在她從香

港碩士畢業後一起在上海生活，但目前還沒有

結婚的計劃。

「結婚什麼的都要花錢，但我賺的錢不可

能比花這些錢還多，」她說。

經濟壓力不僅存在於城市。在農村地區，

男性家庭必須向女方家庭支付「聘金」——通

常是一大筆現金或一棟房子。這種習俗在中國

已存在數百年，但近幾十年來，由於性別失衡

加劇，聘金成本飆升。由於獨生子女政策和快

速城鎮化，農村單身漢數量過剩，許多女性被

迫進城打工。

中國政府擔心
隨著人口危機迫在眉睫，中國政府推出了

一系列政策和宣傳活動，鼓勵夫妻生育。官方

媒體向夫妻宣揚，生孩子「不只是家庭事務，

也是國家大事」。在城市和農村，倡導二胎的

宣傳口號紛紛出現，取代了先前威脅對違反獨

生子女政策者進行嚴厲懲罰的口號。

「政府希望不斷有新的孩子來，」上海紐

約大學的心理學家李說。

隨著二孩政策的放開，各省政府將產假延長至

國家規定的 98天以上，最高可達 190天。一些

城市也開始向生育二孩的夫婦 提供現金補貼。

2019年，中國橡皮圖章式立法機構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的幾位代表提議將最低結婚年齡從

男性22歲、女性20歲降至男女18歲，以鼓勵年

輕夫婦早婚多育。但該提案在網路上招致了批

評和嘲諷，許多人指出，導致年輕人推遲結婚

的是社會和經濟壓力，而不是法定年齡限制。

同時，共青團——中國共產黨的青年組織

——承擔起了牽線搭橋的任務，舉辦大規模的

相親活動，幫助單身人士找到人生伴侶。

當局不僅鼓勵年輕人結婚，也努力讓已婚

夫婦團聚。

去年，中國國家立法機構為申請離婚的夫

妻引入了 30天的“冷靜期”，並於今年生效。

這項新法律在網路上引發了批評，尤其是女性

群體，她們擔心這將使 離婚變得更加困難，尤

其是對家庭暴力受害者而言。

但到目前為止，這些政策似乎都沒有扭轉

結婚率下降的趨勢。

專家認為，問題很大一部分在於，沒有任

何一項政策可以解決根深蒂固的性別不平等問

題，這種不平等阻礙了年輕女性進入婚姻和家

庭生活，例如傳統的性別角色和就業市場對女

性的歧視。

李女士說，她注意到近年來政府宣傳中出

現了更傳統的性別角色的復興。 「這很大程度

上與政府的計劃有關，也與政府如何將年輕男

女視為社會資源有關，」她說。

如今，由於密集育兒文化盛行以及老年人

口的不斷增長，對護理工作的需求非常強烈。

隨著國家福利的減少，我們需要越來越多的人

來承擔育兒和養老的重任，而女性是這類工作

的『預設』勞動力。所以我認為這也是他們推

動女性重返家庭生活的原因之一。

肖女士表示，自從獨生子女政策放寬以來

，職場上對女性的歧視也加劇了，因為雇主擔

心女性現在會生第二個孩子並休更多的產假。

她說，如果這些問題無法解決，國家對年

輕女性結婚、維持婚姻、生孩子的壓力只會讓

她們與國家更加疏遠。

「（政府）需要轉變思維，從保障婦女權

益的角度鼓勵女性生育。他們不應該把女性的

子宮當成水龍頭，想開就開，想關就關。」肖

建軍補充道。(CNN)

政府對中國千禧世代不願結婚感到擔憂


